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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近年來，「群體性事件」成為中國

突出的社會政治現象，也成為媒體、

學術界和政界廣泛使用的術語。根據

官方統計資料，1993年全國發生抗

議、遊行、示威、靜坐、集體上訪等

群體性事件8,700起，到2005年就上升

到87,000多起，每天平均近250起1。

近兩三年來，全國出現了多起參與人

數眾多、衝突程度劇烈、社會政治影

響嚴重的群體性事件。新中國建立

之後，類似的事件曾被稱為「聚眾鬧

事」、「群眾鬧事」、「突發事件」、「緊急

治安事件」、「群體性治安事件」等2，

既沒有統一的名稱，更沒有共識性的

解釋。

自200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

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工

作意見〉首次使用「群體性事件」這一

名稱後，社會各界普遍將類似事件通

稱為「群體性事件」。此後，政策研究

者、學者等基於自身的知識背景和立

場，分別從不同角度試圖對這一術語

進行解釋。然而，由於這一術語所包

含的現象過於龐雜，各種解釋互有矛

盾，定性不一，甚至帶有明顯的偏

見，不僅影響到事件的治理，也制約

Ú這一領域的知識的積累。為了促進

「衝突政治」和「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又譯「論爭政治」、「抗議政

治」、「鬥爭政治」等）的研究，本文試

圖在對國內有關解釋進行分析的基礎

上，對「群體性事件」做出一個比較客

觀的界定。

一　從多元力量互動的過程
　　論角度解釋「群體性事
　　件」

目前國內多數學者所稱的「群體性

事件」，一般是指利益或情感受到傷害

的人們為了維護權益，通過非制度性

的管道，在向政府或企業進行集體性

利益表達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衝突行

┌群體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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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釋是：「因

人民內部矛盾而引發、由部分公眾參

與並形成有一定組織和目的的集體上

訪、集會、阻塞交通、圍堵黨政機關、

靜坐請願、聚眾鬧事等群體行為，並

對政府管理和社會造成影響。」3但在

具體的各種解釋中，關於「群體性事

件」的主體、對象、動因、目的、結

構、策略、功能和屬性，存在Ú眾多

的分歧，甚至明顯的矛盾。比如，將

「群體性事件」視為「人民內部矛盾」，

卻經常採取對抗性的處置手段；認為

對經濟、政治利益訴求明確的維權

抗爭型事件具有「較為穩定的核心人

物或鬆散的組織」，而沒有明確利益

訴求的突發騷亂型事件則沒有明確

的組織4；一些人強調其「政治性」，

另一些人則強調其「無政治目的和非對

抗性」；一些人強調其「自發性」，另一

些人則強調其「組織性」；絕大多數論

者都強調其對於「政府管理」和「社會秩

序」的負面影響，視之為「治安性」、

「刑事性」事件等5。這種混亂的認識

不僅影響到「群體性事件」的外延，而

且直接影響到對事件的處置策略。

這樣的界定顯然帶有某些偏見，

表現為站在衝突一方的立場來指責另

一方。在社會科學中，概念的形成可

理解為對語言世界和現實世界進行協

調的嘗試。語義混亂、名實不符必將

誤導人們的認識。而且，概念是理論

結構的磚瓦，理論的形成與概念直接

相關6。「群體性事件」這一概念中所

存在的語義混亂狀況，不僅影響到

社會治理，而且制約Ú有關研究的

科學化。

同時，國內學者對「群體性事件」

的解釋僅限於對國內情境現象的概

括，沒有對世界範圍的類似現象進行

概括和比較，缺乏與國際學術界的對

話，不僅限制了其應用性，也削弱了

其對知識積累的貢獻。如果「一個確

定的概念在更多的情境中有意義，這

個概念就會更好（在其他條件相同的

情況下）。一個應用廣泛的概念比一

個僅能在狹窄的範圍應用的概念更為

有用。一個好的概念可以延伸到許多

背景中；相反，一個差的概念是地方

性的，限於很小的語言範圍（a small

linguistic turf）」7。

目前國內對「群體性事件」的解釋

模式主要屬於「刺激—反應」模式，或

簡單的因果關係模式，其基本邏輯

是：由於利益受損產生心理失衡或不

滿情緒，在少數人動員下，向政府或

企業集體性施壓，造成衝突，危害社

會政治秩序。這種解釋存在兩方面的

問題：一方面，忽略了事件發展過程

中複雜的內在演變邏輯，使我們難以

解釋事件發生的機理，似乎只要存在

利益侵害和少數人動員，就能發生群

體性事件，而只要發生集群抗爭事

件，必然導致衝突，必然危害社會秩

序；另一方面，按照這種解釋，似乎

事件的最初發起者是造成衝突和破壞

社會秩序的原因。實際上，在民主社

會中，民眾向政府表達利益訴求是常

態行為；群體性衝突行為的發生，往

往是衝突雙方互動的產物。至於越軌

性的利益表達方式，往往是在既有合

法管道缺乏或不暢的情況下利益受損

群體的無奈選擇。因此，基於事態結

果和社會政治秩序考慮的簡單因果解

釋，並不能有效解釋事件的發生邏輯。

在利益分化和社會多元化的改革

進程中，利益衝突和博弈成為社會的

常規現象，成為社會與國家互動的一

種形式。因此，我們可以借鑒社會運

動理論家蒂利（Charles Tilly）的分析框

架8，基於多種力量互動的過程論的

群體性衝突行為的發

生，往往是衝突雙方

互動的產物。至於越

軌性的利益表達方

式，往往是在既有合

法管道缺乏或不暢的

情況下利益受損群體

的無奈選擇。基於事

態結果和社會政治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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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並不能有效解釋

事件的發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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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權益或情感受到傷害的、資源

稀缺的、分散的大眾，在特定的機會

結構中，在作為挑戰者的民間精英的

某種反映其訴求的話語的動員下，基

於某種人際關係網絡結成群體，以某

種共同的身份通過一系列刺激性的策

略，在同與其利益相關的強勢性體制

內精英（往往牽涉到政府成員）所進行

的互動過程中，所發生的集體越軌

行為。

按照這種描述性定義，參與群體

性事件至少有三類行動者：一、體制

內精英，即擁有常規性接近政府機構

和資源的行動者，如地方政府官員、

村幹部、企業老闆等；二、民間精

英，即缺乏常規性接近政府機構和資

源的挑戰者；三、順民，即尚未被動

員到群體行動的普通大眾或其他行動

者。在特定的機會結構下，挑戰者精

英通過某種話語體系和人際聯繫機制

將普通民眾動員到行動之中，在與體

制內精英的博弈過程中，隨Ú對應策

略的轉換和雙方力量的彼此消長，影

響Ú事態的發展格局。按照這種理

解，普通民眾之間的衝突並不在這一

概念的所指範圍。

二　「群體行為」、「抗爭政
　治」、「社會運動」與
「群體性事件」　

在界定概念時，連貫性和差異性

是關鍵。「連貫性的解釋能夠識別現

象的核心或『實質』意義，反應了一組

現象之間有多相似；差異性指它與周

圍現象有多麼不同。」9為了進一步認

清「群體性事件」的含義和特徵，有必

要將其與相關的概念進行比較分析。

「群體行為」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

常見現象。為了經濟的、政治的或心

理的目的，人們聚集在某一共同場

所，形成群體積聚現象。根據群體行

為的動力、聚散程度、結構特點、協

調性程度和久暫性，可分為「集群行

為」和「集體行動」。「集群行為」（或稱

「集合行為」），是指基於利益或情感傳

染影響而產生的自發的臨時性群眾積

聚活動，沒有明確的組織性和協調

性。美國社會學家帕克（Robert E. Park）

最早從社會學角度把集群行為定義為

「在集體共同的推動和影響下發生的

個人行為，是一種情緒衝動」；米爾

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認為，集群

行為是「自發產生的，相對來說是沒有

組織的，甚至是不可預測的，⋯⋯它

依賴於參與者的相互刺激」bk。波普諾

（David Popenoe）也認為，集群行為是

指「那些在相對自發的、無組織的和

不穩定的情況下，因為某種普遍的

影響和鼓舞而發生的行為」bl。

由此可見，集群行為是一種烏合

之眾的自發行為。由於缺乏組織性、

協調性，人群內部易於受到面對面的

情緒感染，很容易使事態升級、分化

為兩極化的「我們—他們」群體，導致

群體行為失控而形成失去理性的越軌

行為，最終演化為群體性騷亂。「騷

亂就是群體聚集後的無理性而引起的

暴力。相對一致的共同心理和共同目

標的形成往往是引發群體無理性暴力

的催化劑。」bm

「集體」顯然有別於「群體」。集體

行動一般是組織的行為，其目的性、

組織性、理性程度較強。根據與政府

的關係，集體行動可分為規定的行

動、容忍的行動和禁止的行動bn。如

美國著名社會運動理論家塔羅（Sidney

Tarrow）所說：「集體行動可採取多種

參與群體性事件至少

有三類行動者：體制

內精英、民間精英和

順民。在特定的機會

結構下，挑戰者精英

通過某種話語體系和

人際聯繫機制將普通

民眾動員到行動之

中，在與體制內精英

的博弈過程中，隨�

對應策略的轉換和雙

方力量的消長，影響

�事態的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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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或短暫或持續；或制度性或破

壞性；或平凡或劇烈。多數集體行動

出現在制度內，由合法團體在幾乎無

人懷疑的目標的名義下行動。但當集

體行動被缺少常規性制度化管道的人

們在新的或不可接受的主張的旗幟

下，以根本挑戰其他人或當局的方式行

動時，就成為了抗爭性集體行動。」bo

抗爭性集體行動或群體抗爭

（popular contention）是缺乏常規性參與

管道和資源貧乏的弱者常常採用的便

宜的武器，以抗衡制度性的行動者。

因而，這些行動不屬於常規政治的行

為，而基本上屬於制度外的行為。蒂

利指出：「當政府——更常見的是，控

制強制手段的個人或組織——成為間

斷的、公開的集體訴求的當事人時，

我們就能夠很方便地進入論爭政治領

域。」bp「抗爭政治」通常指普通民眾聯

合起來對抗精英或當局的行為bq。社

會運動、集體暴力、群體性抗議、革

命都屬於「抗爭政治」的領域。蒂利認

為，之所以稱之為「鬥爭」（contention），

是因為「社會運動的群體訴求一旦實

現，就有可能與他人的利益發生衝

突」；之所以稱之為「政治」，是因為

「無論何種類型的政府都會被訴求伸

張所牽連——或是作為訴求者，或是

作為訴求對象，或是作為訴求目標的

同盟，或是作為鬥爭的監控者」br。邁

耶（David S. Meyer）曾指出，抗議政治

是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們「通過使用表

面上非政治的手段，而試圖與他們認

為不可接受的環境達成妥協，從而達

到政治目的的產物」bs。

可見，群體抗爭行為是具有非制

度性的社會政治現象，總體上「都是

社會對權力的抗爭，只不過在一些社

會結構下形成了革命，在一些社會結

構下發展成騷亂，在另外一些社會結

構當中，騷亂和革命被擠到中間變成

社會運動」bt。

儘管「社會運動」屬於抗爭政治的

範疇，但二者具有明顯的不同。抗爭

政治是一種歷史久遠的社會政治現

象，而社會運動「乃是一種現代發明

和民族國家興起的伴生物」ck。社會運

動是1750年之後在西方發展起來的，

它是三個要素的結合體：（1）不間斷

和有組織地向目標當局公開提出群體

性的訴求伸張；（2）一連串政治行為

方式的組合運用：如專項協會、公共

集會、遊行示威、請願、聲明等；

（3）價值、統一、規模以及參與者和

支持者所做的奉獻的公開表達cl。可

見，社會運動具有高度的組織化程度

和明顯的價值基礎。

塔羅認為，社會運動是基於共同

的目標和社會紐帶，以與精英、對手

和權威連續互動的方式進行的集體性

挑戰，其內涵包括：（1）發起集體挑

戰；（2）利用社會網絡、共同目標和文

化框架；（3）通過聯繫結構和集體認

同，增強團結，以維持集體行動cm。

麥克亞當（Doug McAdam）把社會運動

看作是「被排斥群體動員足夠的政治

勢力通過非制度化途徑追求集體利益

的理性行為」cn。邁耶把社會運動的特

點歸納為：（1）向國家權威提出要求，

也尋求其他社會、政治機構的支持，

或者向他們挑釁；（2）向文化規範挑

戰，並改變了參與者的生活；（3）在

策略上，社會運動使用由主流政治提

供並被接受的手段之外的手段，尤其

是挑戰者往往選取那些使他們處在政

治合法性邊緣的手段；（4）運動是由

不同領域的組織和行動者、而非統一

的行動者構成的，他們都追求同一個

總目標co。這就改變了過去把社會運

動視為非理性政治行為的觀點。

抗爭性集體行動或群

體抗爭是缺乏常規性

參與管道和資源貧乏

的弱者常常採用的便

宜的武器，以抗衡制

度性的行動者。因

而，這些行動不屬於

常規政治的行為，而

基本上屬於制度外的

行為。社會運動、集

體暴力、群體性抗

議、革命都屬於「抗爭

政治」的領域。



「群體性事件」 119群體抗爭是社會運動的基礎，而

社會運動則是更具現代形態的群體抗

爭，是缺少制度化參與管道的被排斥

的邊緣性群體，基於集體認同和共同

目標，協調性地通過具有破壞性的非

制度化方式，對抗更強大對手的群體

抗爭行為。

如果排除民間的群體性治安事件

和黑社會組織對民眾的集體暴力行為，

當前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可歸入抗爭

政治或大眾抵制（popular resistance）cp

的範疇。在國際學術界，李連江和

歐博文（Kevin J. O'Brien）對中國農村

的群體抗爭研究最具代表性。早在

1990年代中期，他們就把中國農村村

民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援用法律、

政策及其他正式溝通管道、以個人或

集體形式針對基層官員所進行的挑戰

性抵制活動，稱為「以政策為基礎的

抵制」（policy-based resistance）cq。

後來，隨Ú中國農村群體抗爭形

式的演化，出現了某些跨界（boundary-

spanning）的訴求形式，歐博文和李連

江遂將其概念化為「依法抵制」（rightful

resistance，或譯「依法抗爭」）。他們

認為，依法抵制是一種大眾抗爭形

式，它運作於合法管道邊界的附近，

使用當局的話語和承諾以約束權力的

行使，依賴於尋求和運用政府內部的

裂痕，動員廣大公眾的支持。特別

是，依法抵制需要創造性地運用法

律、政策及其他官方倡導的價值，以

對抗不忠實的政治、經濟精英。這是

一種部分合法的抗議活動，它依靠有

影響力的同盟和公認的原則，對不踐

行公認理想或不執行某些惠民措施的

當權者施加壓力。它拒絕暴力或其他

公開的犯罪行為，以避免削弱其立

場、疏遠其支持者cr。

歐博文和李連江按照抗爭策略的

不同，將依法抵制分為「調解型抗爭」

和「直接行動」。前者是一種「相當溫

順的抗爭形式」，訴求者並不直接對

抗其對手，而是運用既有的參與管

道，主要依賴和尋求精英支持者的保

護和同情，其典型表現形式是集體上

訪；後者則依靠「熟練的煽動者及其

所喚起的民眾壓力」，行動者直接向

對手提出要求，盡力獲得對手的當場

讓步cs。顯然，儘管採取了某些制度

外的比較激進的行動策略，依法抗爭

還是一種比較克制的、理性的行為，

與近年來發生的帶有騷亂性質的「社會

洩憤事件」ct明顯不同。儘管依法抗爭

具有某些核心人物及鬆散的人際網

絡，行動具有某些協調性，但它很容

易轉化為集體暴力的騷亂行為。

目前中國的群體性事件既包括歐

博文和李連江所稱的「依法抵制」，也

包括于建嶸所稱的「社會洩憤事件」。

前者具有比較明確的利益和訴求目

標，後者則只是一種不滿情緒的發

洩。如果說前者多少還帶有某種制度

內的行為特徵，後者則明顯是一種集

體犯罪行為。

儘管群體性事件和社會運動都是

集體針對權威的非制度性的公開挑

戰，具有不穩定性，但二者具有明顯

的不同。社會運動是一種具有高度組

織性的政治現象，與特定的社會變革

議題相關dk；它是一種協調性、持續

性的與對手進行的政治抗爭，抗爭策

略具有模式化的特徵，往往有Ú明顯

的公共訴求，以及具有某種觀念和

價值的基礎，能夠實現跨行業、跨地

域乃至跨國的聯合。而中國的群體性

事件則是一種初級的、傳統的抗爭

形式。它是「偶發性、零星的而不是

持續性的，既有制度內又有非制度性

的行為，是地方（域）性的而非全國性

的或跨國的」dl。如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和呂曉波對中國農村群體性

社會運動是一種協調

性、持續性的與對手

的政治抗爭，抗爭策

略具有模式化的特

徵，有�明顯的公共

訴求以及具有某種觀

念和價值的基礎，能

夠實現跨行業、跨地

域乃至跨國的聯合。

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則

是一種初級的、傳統

的抗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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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研究所發現的，它們「基本上

是分散的、地方性的，沒有直接的協

調證據，因而影響有限。至於跨越數

個鄉鎮的騷亂至多使人聯想到傳染效

果及『抗爭劇目』或橫向的溝通、協調

的習慣化。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集體

抗議缺乏成熟社會運動所具有的持續

性、協調性行動的特徵的能力」dm。

儘管當代中國城鄉不同群體的抗

爭在行動策略上帶有地域性的特點，

但卻與歷史上的眾多群體抗爭形式有

一定的連續性，它們大多是反應性的

利益訴求，而很少主動性的價值性訴

求，帶有明顯的偶發性、分散性和特

殊性。這與歐洲傳統的抗爭策略又具

有某些相似性。正如塔羅所指出的，

歐洲傳統的抗爭策略具有地區性

（parochial）、兩分性（bifurcated）和特

殊性（particular）dn：

所涉及的利益和互動經常集中在單一

小區；當普通人解決地方問題和身邊

事務時，為實現目標而採取引人注目

的直接行動，但對於全國性問題和事

務，他們經常反覆向地方的保護人或

當局提出要求⋯⋯其特殊性是因為具

體的行動慣例（routines of action）在很

大程度上隨v團體、問題和地域而變

化。⋯⋯挑戰者與被挑戰者的關係是

直接的，集體行動的形式與前者的委

屈和後者的權力直接相關。⋯⋯地方

性的人與地方性的事，而不是全國性

的有組織的計劃和政黨，不斷地進入

當時的集體對抗。

在這些方面，當代中國的群體性事件

與歐洲傳統的抗爭事件，具有很多相

似性。

儘管如此，在動員話語、行動策

略及訴求目標方面，當代中國的群體

性事件明顯不同於傳統社會的造反行

為（rebellions），而更多地與政策、法

治、民主、權利等話語相聯繫。當前

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少有社會運動那樣

的公共關懷，即使某些涉及環境保護

的訴求伸張，也是在環境污染直接影

響到某一地域人群的切身利益之後的

反應性訴求。

此外，中國式的群體性事件也不

同於美國政治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謂的「日常抵制」（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儘管二者都是在

特定機會結構下弱者對強者的挑戰，

至少在初始階段，抵制者幾乎總是缺

少團體成員一般所缺乏的組織資源和

集體意識；但從策略上看，二者的劇

烈程度和明顯程度大不相同：「日常

抵制」總是悄悄的、偽裝的、匿名

的，主要採取磨洋工、偷偷摸摸、故

意破壞及其他所謂「弱者的武器」；而

「群體性事件」則「總是喧鬧的、公開

的、公眾性的活動，意在尋求而不是

避免精英的注意」do。如果說「日常抵

制」是弱者個人經常的私下破壞活

動，那麼「群體性事件」則是偶發性的

群體的公開挑戰行動。

「群體性事件」更不是革命。革命

是「大規模人群參與的、高度組織化

的、旨在奪取政權並按照某種意識形

態對社會進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

行為」dp。革命針對的是原則，意在重

構政治制度；而群體性事件針對的是

地方官員不執行中央政策和侵權、違

法的行為，針對的是具體的人和事。

此外，當前中國所存在的群體性事

件，「缺乏城鄉抗議的聯繫和同盟」是

主要和突出的特點，亦即缺乏有關革

命的文獻所描述的主要特點dq。

由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當代中

國群體性事件既不同於傳統社會的造

在動員話語、行動策

略及訴求目標方面，

當代中國的群體性事

件明顯不同於傳統社

會的造反行為，而更

多地與政策、法治、

民主、權利等話語相

聯繫。當前中國的群

體性事件少有社會運

動那樣的公共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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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它是社會轉型時期的產物，具有

某些過渡社會的特徵。

三　當代中國「群體性事
　件」的類型與屬性

蒂利曾根據訴求的目標，把集體

行動的要求分為三類：「競爭性（com-

petitive）要求，以社會中競爭者所持

有的資源為目標；反應性（reactive）要

求指涉捍F團體權利和利益的努力，

大多數經常反對的是國家代理人；主

動性（proactive）要求主張獲得以前所

不享有的集體權利。」dr于建嶸則把目

前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分為「維權

抗爭」、「社會糾紛」、「有組織犯罪」

和「社會洩憤事件」四類ds。其中，「社

會糾紛」所表達的是「競爭性要求」，

主要是地位和資源勢均力敵者之間的

衝突，如農村派性械鬥、幫派衝突

等；「有組織犯罪」則主要是黑社會性

質的團夥作案。這兩類活動明顯屬於

「治安性」、「刑事性」的事件，屬於傳

統社會常規性的群體衝突行為，並不

體現社會政治轉型的特徵。正是由於

把「群體性事件」與這些「治安性」、

「刑事性」犯罪活動聯繫起來，使得這

一概念帶有了貶義性，並與傳統的群

眾「鬧事」混同起來dt。

然而，關於「群體性事件」的界定

一般都涉及利益受損的民眾與強勢的

地方權勢組織，很少涵蓋上述「治安

性」、「刑事性」的事件。單光鼐和蔣兆

勇指出：「我國的群體性事件從衝突

的真實對象來看，不是這一群體與另

一群體的衝突，而是某一群體與政權

的衝突。⋯⋯衝突的行動主體，大多

是遭遇不公正待遇，或身陷困境而又

無法自救的弱勢群體。⋯⋯民眾矛頭

所向始終針對的是當地政府及其部

門。」ek儘管開始出現一些主動要求某

種前所未有的集體權利的活動，但當

代中國的群體性事件主要還是普通民

眾在既定的權利框架下的維權抗爭行

為。因此，從國家與社會關係、公民

利益表達的視角來看「群體性事件」，

應該排除同等地位、資源相近的個人

和群體之間的競爭，如農村派性械

鬥、黑社會之間的衝突等。

根據群體性事件中挑戰者的動力

和目標，可分為利益表達型和情感表

達型兩類。前者基於現實的政治、經

濟利益衝突，人群較易分辨，具有比

較明確的訴求目標，行動者的協調性

和理性程度較高，抗爭策略比較克

制，破壞性較小，易於進行談判和妥

協；後者則基於比較抽象的情感、義

憤和價值，參與人群成份複雜，缺乏

明確、具體的訴求目標，缺乏行動的

協調者，難以進行妥協，受群體心理

的影響，參與者行為帶有明顯的情緒

化色彩和極端性傾向，往往形成暴力

性的騷亂。

這兩類群體性事件大體上分別對

應Ú于建嶸所謂的「維權抗爭」和「社

會洩憤事件」，大體類似科塞（Lewis

A. Coser）所謂的「現實性衝突」與「非

現實性衝突」：即為達到特定目標而

指向衝突對象的對抗行動和一方指向

衝突對象的發洩敵對情緒的行動el。

當然，利益表達型群體事件和情感表

達型群體事件並不是彼此獨立、毫不

相干的，利益表達行為是前提，當利

益表達受挫、心理委屈感上升、情緒

難以撫平時，在特定的機會結構下，

可能升級為情感宣洩型的暴力騷亂事

件。儘管如此，當前中國的群體性事

件仍然由利益受損引發的工具性取向

利益表達型和情感表

達型群體事件並不是

毫不相干的，當利益

表達受挫、情緒難以

撫平時，可能升級為

情感宣洩型的暴力騷

亂事件。儘管如此，

當前中國的群體性事

件仍然由利益受損引

發的工具性取向的訴

求為主導，其導致的

衝突也是可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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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訴求為主導，其導致的衝突也是可

治理的。

關於群體性事件是否具有「政治」

的屬性，一直存在Ú爭論。一類觀點

否認基層群體性事件的政治屬性。理

由有二：一是「群眾並不是用體制外

的行動方式去謀求體制內權力的重新

分配」，「群眾沒有政治企圖」em；二是

底層民眾積極份子在群體性事件中具

有自身獨特的行動目標和邏輯，使抗

爭群體的利益表達方式具有權宜性，

在組織上具有雙重性，在政治上具有

模糊性en。另一類觀點基於農村群體

性事件的研究，強調農民抗爭的政治

屬性。于建嶸認為，由於農民抗爭的

內容已經從資源權益抗爭向政治性權

利抗爭發展，具有法律、政策的合法

性基礎，同時事件的起因和抗爭的對

象主要涉及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

因而這種「以法抗爭」具有明顯的政治

性eo。白思鼎和呂曉波則從訴求和組

織的角度，強調農民抗爭的政治屬

性。他們認為，儘管大多數突發性事

件的主題是在中央政策的旗幟下要求

維護農民的利益，但一些地下組織在

騷亂中很積極，所打出的口號以農民

自治為目標，在數個村莊的抗議活動

中進行協調，具有明顯的政治性。這

意味Ú，「建立獨立的農民組織、控制

資源這些政治目標，在一些村莊集體

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ep。

應該說，群體性事件雖然不具有

意識形態的基礎和改變政體的企圖，

但不能否認其政治的屬性。儘管大多

數群體性事件屬於反應性的抗爭行

為，起初的抗爭對象也許是企業或開

發商，但最終都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權

力的介入，引起民眾與基層政府的博

弈。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視角看，民

眾與基層政府的互動不僅是一種強制

性的利益表達方式，也確實影響了政

策及地方政治生態，並對集體行動參

與者的政治知識、政治意識和政治能

力產生了影響。群體性事件中的政府

捲入，使其具有了政治的意義。

基於「群體性事件」與公共權力的

關係的實質性內容，我們應該將其納

入國際學術界關於「抗爭政治」的分析

框架，將其置於國家與社會關係互動

的社會政治變遷的視野。由於政府經

常成為衝突的當事方，學者對「群體

性事件」的界定，不應該站在政府一

邊，將民眾的抗爭視為「鬧事」行為，

否則很容易「掩蓋了權利內容」，導致

「維穩與維權的衝突」eq。實際上，一

定程度的社會衝突既是客觀的社會存

在，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將

「群體性事件」納入抗爭政治的範疇，

有助於同國際學術界的對話，豐富抗

爭領域的知識積累，促進社會科學理

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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